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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媒体视域下的播音主持创作新特征

◎ 宋志君　侯旭东 *

摘要：数字化媒体技术的发展颠覆了大众传播时代的传播模式和传受关系，催

生了“众声喧哗”的传播格局。本文采用无结构观察和话语分析的方法，从播音主持

创作理论出发，重新解读了播音主持创作三要素—创作主体、创作依据和受众，在

数字化媒体时代发生的变迁，指出新兴的播音主持创作主体以其特有的群体构成和

主体意识，丰富了播音主持创作的实践范式和内容生态。创作主体只有因势而动、就

势而谋、顺势而为，才能更好发挥播音主持创作“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

的社会功能，让新时代的播音主持创作与时代强音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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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播电视台的录影棚、演播室和主播台到网络音视频平台的作品栏、互动

区、直播间，新兴的媒介形式扩展了播音主持创作的物理空间，颠覆了线性的传播

模式，滋养了多元的播音主持创作主体。具体来看，新兴的媒介技术改变了以往的

传播格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媒体及平台支持受众“随时、随地、自主、

点播”，打破了以往受众只能按时序被动接收信息的线性传播模式；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帮助传者实现了“点对点”的精准投放，改

变了“点对面”的粗放式分发；随着个体通过数字化媒体平台独自发声的门槛降

低，“原子世界”大众传播的一锤定音不再奏效，取而代之的是“比特世界”的众声

喧哗。

作为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中的一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播音学理论及其播

音主持创作实践也被时代裹挟，来到新的十字路口。随着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媒介

的数字化媒体平台普及，播音主持创作正呈现出以往大众传播时代所不具备的新

特征。数字化媒体时代播音主持创作的三要素—创作主体、创作依据、受众各有

什么变化？创作主体的丰富是否意味着传统专业主义实践范式的落幕？商业化逻辑

主导的播音主持创作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将对社会阶层和受众品味的塑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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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何种影响？本文旨在以数字化媒体为观察场域，通过对各类播音主持创作活动

进行话语分析，对以上问题给予回应。

一、主体构成的解构与主体意识的新生

在传统媒体时代，国家所有的媒介体制、稀缺的媒体资源和播音主持工作的

新闻属性决定了播音主持创作的主体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广播电视节目播音员、

主持人。在数字化媒体为“草根”赋权的当下，播音主持创作活动的门槛一再降

低，新旧创作主体在群体构成、社会经济状况和主体意识方面的解构与重构同步

进行。

（一）解构：多元主体，动态交织

传统的播音主持创作主体，即广播电视节目播音员、主持人，具有我国商品化

新闻实践中的劳动者所拥有的一系列典型特征。学者王维佳认为，从劳动者群体的

构成来看，这一群体具有低龄化、高学历、女性主导、劳动遵循商业逻辑、身处多

层次聘用及管理关系、劳动力交换价值相差悬殊等特征；从社会经济状况与工作

条件来看，这一群体往往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缺乏社会保障，他们在物质性激励或

商业逻辑下参与多元分配与再分配，随着劳动强度和工作效率被最大限度开掘，他

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逐渐减弱并受到商品交换逻辑的影响a。

当下，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数字化媒体的赋权和社会化媒体平台对原创者的

激励滋养了新兴的播音主持创作主体，他们在群体构成、实践范式、主体意识层面

表现出一系列新特征。今天，以新媒体技术为支撑，通过数字化媒体平台，在一定

政策范畴内生产、传播以有声语言为主要载体的多媒体文本，从而实现某种意见流

通的个体，都可以视作播音主持创作活动的主体。这其中包括传统的播音员主持

人，同时也包括自媒体创作者。从群体构成来看，“年龄、性别、学历”等人口统计

学要素已不再适用于区分广义上的创作主体。为了更好理解不同类型创作主体的

特征，笔者在这里借用一个简化的思维模型，以创作能力和创作动机作为纵横坐

标，将当下的播音主持创作主体划分为四种类型（见图1）：

a　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播音主持史论与教学研究 215

图1　“创作能力—创作动机”框架下播音主持创作主体类型

传统播音主持创作主体的边界正在消解，多元创作主体在多元创作动机和创

作能力的张力下动态游移、相互交织。如图1所示，在“双轨制”的媒介运营模式

下，传统播音员主持人横跨Ⅰ、Ⅱ象限，他们作为体制内的新闻工作者，遵循播音主

持创作的正确路线，发挥公共传播的职能，同时肩负盈利增收的压力；位于Ⅱ象限

的创作主体在经济资本的驱动下具有专业性强的特征，他们往往从事福特式的文

化工业生产，如MCN机构签约主播、商业媒体中的播音员主持人等；非商业化运营

的自媒体“播客”、网络“UP主”等横跨Ⅰ、Ⅲ象限，他们的创作往往具有偶然性、

随机性和非商业性，其作品呈现出生活化、情绪化、浅薄化、碎片化等特征，这些由

“草根”组成的创作主体，事实上构成了当下播音主持创作格局的活力源泉；位于Ⅳ

象限的创作主体尚未实现规模化运作，如一些具有基础盈利能力、接受粉丝打赏的

自媒体“播客”，位于这一象限的创作主体也可视为“草根”自媒体由非商业化创作走

向商业运营再到规模化运营的过渡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该模型模拟的是一种动态

变化的类型分布状态，在生活中，多元创作主体或通力合作，或互相博弈，他们积极

抢占受众注意力、停留时长、社交关系网络，以期获取经济或社会资本的报偿。

当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创作主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工作条件也随之改变，

由于本文主题和篇幅所限，我们暂时搁置对这部分的讨论。下面，笔者将对新兴创

作主体的主体意识与实践范式展开讨论。

（二）重构：产消一体，自主能动

在传统媒体时代，国家所有的媒介体制要求其完成现行政治结构所要求完成

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a，播音员、主持人作为新闻工作者，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

a　程惠莎.“一元体制二元运作”中的我国媒介激励[J].新闻论坛，2012（03）：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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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应“发挥广播电视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吸引力、感召力”a。而对于新

兴创作主体来说，由于其创作不再受到来自编辑室“潜网”的施压，多元创作动机

型塑的身份认定取代了以政治要求为主导的职业认同，创作者的创作目的不再是

“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转而表现为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或资本驱使下的商业化

叙事，这些原本是受众的播音主持内容创作者，与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 ler）

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的“产消者”（Prosumer）b类似，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能动

性和偶然性。

新兴 创 作主体的自主性有的 源自某种 社会资本的 报偿。布尔迪 厄（P ier r e 

Bourdieu）把资本定义为“一组可被使用的资源和权力”，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

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c数字 化媒体时代，主体的创作活动不仅具备变现能

力，可以获得诸如广告主的垂青、金主的打赏、平台的奖励等经济资本，还有机会借

此提升社会地位，实现阶层的跨越。新兴创作主体的自主性还源于主体进行创作活

动时，某种社会心理能够得到满足。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看来，城市彻底

改变了城市市民的人际关系和传统经验，现代城市生活带来的新惊慌感和疏离感

使市民产生精神创伤和身体的震惊。d在由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转型的当代社会，

传统的社会秩序正在解构，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形成，跟风、焦虑、空虚、孤独情

绪滋生，新兴创作主体自娱自乐式的“自产自消”，如参与网络直播、发布原创短视

频等，能够直接得到来自其他网友的反馈，从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暂时转移社会

压力，甚至在自媒体平台上开启新的人生。

由于新兴创作主体在社会化媒体的市场化运作中逐渐摒弃了以往传媒精英秉

持的专业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更加强调自媒体在信息传递方面的功能而非

舆论和宣传功能，因此，尽管在心理认同层面或许认为自己也能成为“吹哨人”、能

够履行驾驭节目进程的职能，但在实际的创作中，大多数创作主体并不会将自我认

同为“新闻工作者”或“播音员、主持人”，转而用一套形如“up主”“主播Vloger”

的话 语或更具个 性化的昵称自我标榜，这体现出新兴创作主体 有意识地与传统

播音员、主持人 划清界限，以此规 避 来自政治审查、社会 责任、绩效考核和专业

主义等针对新闻工作者的特有要求。与此同时，平台方搭建的一系列“工会”“联

盟”“社群”“峰会”等也帮助新兴创作主体建构并强化了集体认同。

a　张颂.播音创作基础[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b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 朱志焱，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c　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d　段祥贵.本雅明身体政治学思想探微[J].广西社会科学，2013（3）：13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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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范式的横展与垂直内容的发掘

学者姚喜双在《播音主持概论》中指出，广义的播音主持创作依据指具体的播

音主持作品，狭义的创作依据指构成播音主持作品的各个要素，如节目、稿件、音

响、画面、音乐。a本文探讨的创作依据主要指涉前者。我们认为，随着创作主体的

变迁，数字化媒体中播音主持创作的实践范式日趋多元，由此丰富了播音主持作品

的内容图景。

（一）横展：范式多元，共存共生

学者高国庆、马玉坤通过对早期广播研究资料分析，认为目前中国最早有关播

音理论系统论述的著作当属徐卓呆的《无线电播音》一书，该书带有较明显的个人

经验总结特点，涉及现代中国播音学理论体系的大部分基本问题，关注广播的社会

功能b，可以视作以美学、文学、新闻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形塑的关于播音专业主义

范式的开山之作。随着学科体系不断完善，《中国播音学》总结提出“播音主持创作

的正确道路”c，试图将播音专业主义范式与中国传统的涉及党性原则的新闻实践范

式相耦合，由此开启了播音员、主持人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政治内涵。然而，随着新兴

创作主体在创作动机、创作能力等方面的分野，既有的专业主义实践范式和党性

原则的要求不再成为主体创作的标准。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新兴创作主体的实

践范式并非是对原有“正确道路”的纵向深化，而是在水平方向生发出新的内涵。

以坐拥上千万粉丝的微信公众号“夜听”的主播刘筱为例，按照既有的专业主

义实践范式来看，刘筱音色偏暗、声调低沉、气声过多，演播过程一句一顿，语势

以落停为主。《全国广播电视资格考试播音主持业务口试》评分标准中对“音质音

色”有这样的要求：“1.声音是否干净纯正；2.发声状态是否轻松、通畅；3.吐字是

否清晰、准确、圆润。”d按照该评分标准，刘筱的音质音色是不达标的，更与“声断

气连、语势波浪式推进”等演播要求相去甚远。刘筱并非个例，和刘筱一样，百万

量级自媒体“程一电台”“蕊希”的主播程一、蕊希也拥有极具辨识度和个性化的

声音条件、用声状态、发声方法和咬字风格。

a　姚喜双.播音主持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6-27.

b　高国庆，马玉坤.中美播音理论源头比较：学科建设的启示[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

（8）：165-168.

c　张颂.中国播音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

d　曾志华，卢彬.中国有 声读物 播 读 评 价体系构建研 究 [ J ] .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 学报），2 018，4 0

（7）：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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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虚声、气 声为主的用声状态、略显随意的咬字、低沉宽厚的颗粒 式发

音”等同于“情感抚慰、心灵疗伤”，继而与“拉新、涨粉、裂变、促活、变现”挂钩，

有关“低音炮”“公子音”等描述音质的话语就成为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主播从

若干种实践范式中选择出的“效果最好”或“转化率最高”的那一种。质言之，在

广告主、平台激励等资本力量的驱动下，位于头部的网络电台主播正以一套迎合中

产阶级社会心理的商业化演播实践范式筛选出其稳定的受众群体，同时向其兜售

与情感、娱乐、美食等内容相关的远离宏大叙事的文化工业产品。网络电台主播对

商业化演播实践范式的追逐和对传统专业主义范式的“扬弃”，正是当下新兴创作

主体的创作标准横向延展的体现。

受众需求获得满足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只要引入商业化的要素，

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较大的舆论影响力和较强的消费能力等，就自然会逐渐成

为媒体运营的主流受众潜质，商业媒体广为传播的都市中产阶级消费文化和生活

方式实际上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基层治理，尤其是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隐患a。在这

里，我们不再以播音专业主义的标准评判各种实践范式的优劣，而是从社会权力运

行机制的角度判断某种实践范式及其迎合的受众是否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因

此，创作标准的泛化的确喜忧参半。

播音学学者曾志华在一项关于“有声读物播读评价指标”的研究中指出，应该

设立“价值维度、规范维度、审美维度、影响维度”四个一级指标和与之对应的“思

想性、知识性、艺术性”“声音与语音、语流与情感、正确的话筒前状态”，“语意与

情感、风格与神采”“点击率、收听率、播出美誉度”四类二级指标，用以构建有声

读物播读的评价体系。③尽管该体系仍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倾向，且难免面对实践中

的相对主义，但它突破了早期专业主义实践范式形而上学地对基础要素的关注，有

利于建构一套适应数字化媒体平台运行规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中

华民族优秀精神观念的全新范式。

（二）纵深：垂直细分，分众传播

纵观当下的播音主持内容生态，垂直领域内部的精耕细作取代了以往通过大众

传播的粗放经营。传统媒体的播音主持创作是一种“广播”，其创作容易受到媒介属

性、生产成本、专业主义、目标受众等方面的束缚，内容难免“粗放”；而当下的播音

主持创作是一种“窄播”，为了抢夺受众的注意力资源，创作主体往往面向“分众”甚

a　王维佳.传播治理的市场化困境：从媒体融合政策谈起[J].新闻记者，2015（1）：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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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个体”创作，灵活的创作主体能够进入以往臃肿的传统媒体难以触碰到的亚文

化场域或长尾市场，因此创作内容更为垂直细分。《吐槽大会》《奇葩说》等不易被

传统媒体所包容的网络综艺、“二次元”、“ASMR”等脱离主流价值观的亚文化市场、

“美妆”、“测评”等商业化程度高的内容分支都是新媒体创作依据的“自留地”。

从当下的播音主持创作全局来看，为了实现内容的“精准细分”以发掘最具价

值的消费者市场，创作主体往往采取对传统内容进行“合法偏离”的策略。修辞学

通常认为语体系统是有效度或规范度的。一旦偏离规范度，语体可能发生正面的、

向上的、精彩的、有魅力的“突破”；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向下的、有碍于表达理解

的“语病”a。“合法偏离”显然指前者，即“得体”且“有效”地偏离原有规范的语

言创新行动。具体到新闻语言来看，新闻语言表达具 有一定的内在规范性，例如

客观中性、去情感化、第三人转述等b。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2019年7

月开播的短视频栏目《主播说联播》就采用了该策略，该节目由《新闻联播》主播

担任主持人，新闻主播在保证字正腔圆的基础上，采用更接地气的“谈话式”而非

“宣读式”的播报样态讲述新闻故事、回应网络热点，多次因网络用语的使用获得

广泛关注，改变了网民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除了合法偏离策略外，创作主体还超越以往人们对创作要素的认知，通过对

既有的创作要素持 续深 化与细分，扩展内容 样式。这一点在配音 领域体现得十

分明显。当下，角色化配音已经发展出独有的一套专业主义话 语，按照性别和年

龄，可以分为“男性正太音”“男性少年音”“男性青年音”“男性中年音”“男性

大 叔音”“男性老年音”“女性萝莉音”“女性少女音”“女性少御音”“女性御

姐音”“女性老年音”等类型；按照角色的情感色彩，可以分为“温 柔音”“面瘫

音”“清冷音”“腹黑音”“气质音”等类型。仅从这些描述声音的用词中就可以看

出，在新兴的播音主持创作场域，主流表达样式借助亚文化元素积极生产符号的

多元所指，与主流文化形成品味的区隔。

实践范式的横向扩展和创作内容的纵向延伸构成横纵联合的媒体景观，丰富

了播音主持作品的表达和表现边界。一方面，它鼓舞着越来越多的新兴创作主体加

入创作大潮；另一方面，符号背后隐匿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还影响着受众的使

用需求和审美取向。

a　袁晖.试谈语体的规范问题[J].修辞学习，2008（6）：9-14.

b　熊茵，郑为升.UGC兴起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主体：类型意涵与演化博弈[J].编辑之友，2019（04）：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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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众意识的觉醒与自我塑造的渴望

“众声喧哗”语境下，受众的体验已从单纯的“受”转型为实时交互的“用”，

受众的规模已从“众”细分为“户”，这是当下传授关系从“传者中心”到“受众中

心”转变的鲜明体现。在数字化媒体时代，重新认识受众的特征是每一个创作主

体的必经之路。

（一）反客为主，全时共动

传统媒体的受众处于传播的接收端，位于传播场域的“边缘”，接收一种“自

上而下”“中心化”的单向度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渠道比较单一，反馈的时效性也

相对较差。而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介的赋权使得“发声”门槛降低，技术的进步使

得受众反馈接近“实时”，受众意识因此觉醒，他们懂得直抒胸臆，甚至在缺场表

达和匿名发言的过程中不再受到原本群体压力的束缚。这就要求创作主体因势利

导，明确当下受众的社会心理，利用好受众的实时反馈，像互联网产品经理对待自

己的产品一样，根据受众的反馈，不断为自己的作品“迭代”。

笔者曾对某直播答题平台进行长期观察，结果发现，如果传统媒体主持人在

数字化媒体平台缺乏转换意识，“名嘴”也会被“喝倒彩”。图2展示的正是央视著

名主持人尼格买提作为嘉宾主持人，主持某网络直播答题游戏时的截图。该直播

答题平台现已停办，此前曾以“答对12道题目，瓜分百万奖金”为标语，在全国范围

图2　尼格买提在网络答题直播节目中被“喝倒彩”（来源：百万英雄App）



播音主持史论与教学研究 221

内掀起网络答题热潮。在尼格买提之前，已经有多位来自传统媒体的节目主持人参

与到该游戏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这一期节目中，尼格买提保留了其在电

视节目《开门大吉》中的主持风格，但遭到受众的“对抗式解码”，当场参与直播的

观众纷纷抱怨尼格买提“拖时间”“放水”。

诚然，当场参与直播的观众期待在有限时间内拿走奖金无可厚非，他们拒绝任

何人有意放慢节奏、布置悬念的心情可以理解，况且在这种快节奏的节目进程中，

任何一个主持人的“控场、串场”都可能有“水词”的嫌疑。但是，这仍旧启发我

们，在反馈渠道极其有限的大众传播时代，我们难以听到的“喝倒彩”并不是不存

在的。在数字化媒体时代，这些负面言论席卷而来，其力量足以让一个经验丰富的

知名主持人大惊失色。

媒介环境学学者梅罗维茨曾在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和戈夫曼“拟

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媒介情景论”，认为长期处于某种媒介的涵化下，将让人

们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身份和社会行为a。数字化媒体平台的匿名性、互动

性、全时性培育了受众的参与和互动意识，塑造了受众敢于发出独立言论的行为模

式，对于任何一个创作主体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二）渴望：自我塑造，维系社交

互联网的兴起和社交媒体的繁荣促进了人际交流和社会互动，延伸了受众对

建立、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的需求。今天的受众作为网民的一员，对关系和社交的

需求尤为突出。学者彭兰指出，这种维系关系的需求源自“自我塑造、社会互动、情

绪管理”等动机b。

以“自我塑造”为例，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人类行为可以分为“前台”和

“后台”两种，“前台”行为是人们为了满足“镜中我”的期待而通过某些符号构建

的c。这一理论启发我们，播音主持作品能否获得关注可能并不完依靠其内容质量，

当受众认为转发、点赞某些内容对构建其自身形象有益，他们也会产生对这类内容

的持续关注。在数字化媒体时代，受众参与社会互动的机会激增，对自身形象进行

“整饰”的需求也在提高，他们需要通过对“自我”的重塑与他人产生联系，获得

久违的社会归属感。

a　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b　彭兰.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J].国际新闻界，2019，41（2）：20-37.

c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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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能够满足受众关系需求的播音主持创作不在少数。“樊登读书会”以多媒

体和碎片化的方式带领其会员读书，同时建立线下读书会维系其会员的联系。樊登

读书会官方网站显示，该公司旗下的“樊登读书”品牌已有注册会员800万，在全国

范围内开设20家省级分会、257家市级分会和832家县级分会a，其会员的复购率和

粉丝黏性居高不下。该节目不仅满足了受众对某种知识的需求，还帮助受众塑造了

一个“热爱读书和学习”的形象，稳定的社群也促进了受众社会资本的维系。“罗

辑思维”采取的“前台内容，后台社群”的模式，一方面让购买其会员的受众自认为

加入了“成功人士”的圈子，满足其对于形象整饰的需求；另一方面，社群的搭建也

为其会员提供了建立新关系的节点。当然，知识付费产品的火爆有其特有的社会语

境和资本运作张力，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是，对这类产品进行分析依然

有助于当下的创作主体从主流的内容视角之外思考夺取受众注意力的间接方式。

结　语

数字化媒体方兴未艾，新兴的播音主持创作主体以其特有的群体构成和主体

意识，丰富了播音主持创作的实践范式和内容生态。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再简单地

说学院派的表达就一定好，传统的播音方式就一定优于“草根主播”也不能片面地

以为网上的UGC就等于“接地气”，普通话不准确才更“生活”b。通过对数字化媒

体时代播音主持创作新特征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为现有的专业传统“祛魅”，此

“魅”既指向形而上学的创作主体认知和实践范式，同时也指向相对主义与虚无主

义的市场化论调。只有认识到当下创作格局的“无序”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

各类创作主体才能免于在一套由宏大叙事构成的专业主义框架中自我狂欢，才能

认识到看似“专业权威”的学科合法性框架背后是多么脆弱与主观。借助相关学科

及其视角的分析，将有助于播音主持学科思考自身对理论研究的不足，扭转学科在

理念上视野狭窄、在理论上肤浅无力、在方法上主观随意等现状c。

当然，本文在研究方法和分析深度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由于文中的多个案例

均源自笔者的个人观察与亲身体会而非实地调研，因此在研究的效度方面还有待

提高。利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解构当下的播音主持创作活动容易忽视个体的

a　樊登读书_读书点亮生活_关于我们[EB/OL].http：//www.szdushu.com/About/index.html.

b　曾志华，卢彬.中国有 声读物 播 读 评 价体系构建研 究 [ J ] .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 学报），2 018，4 0

（07）：88-94.

c　张政法.播音主持学科新理路：理念、定位、结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11）：

16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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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将个体的创作动机简单归结为对商业盈利的追逐，可能因此忽视了播音主

持创作所能够产生的社会意义与公共价值。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对当下播音主持

创作的各种新特征进行了过于抽象的宏观概括，缺乏对概念的界定和富有深度的

分析。比如播音主持创作活动的边界在哪？拍抖音、拍Vlog能够看作是播音主持创

作吗？不同类型创作主体之间的边界在哪？新兴创作主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工作条

件如何？如果说19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的西方新闻工作者依靠新闻的专业化建立

起自身合法性和职业认同，填补了权威消失以后的真空，那么今天被多元创作主体

解构的播音专业主义实践范式应该何去何从？播音主持创作新特征对主体实践的

指导意义何在？在笔者未来的研究中，这些都将成为重要的命题。

进入“后播音主持创作时代”，以往以实用主义为内核的播音专业主义在概

念、标准、秩序等方面面临解构。如果说 边界的消解意味着新界的到来，那么此

“新界”何在？是否已经到来？至少在现在看，这一切已有一些新特征可以追寻。学

界既要适应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媒介运行机制和生存法则，又要发掘出一套能够适应

当下媒介环境的中国特色播音主持创作与评价体系，本文愿能够为此抛砖引玉。


